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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的國民經濟

●楊繼繩

摘要：本文試圖全面而客觀地介紹文革十年間中國的經濟狀況。文革處於第三和

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這個時期國民經濟的目標是「備戰，備荒，為人民」，大部

分資源投入了以「三線建設」為主的備戰工程。文革中抓經濟的手段是「抓革命，

促生產」，即通過階級鬥爭的政治壓力和共產主義精神的鼓勵，促使人們從事生

產活動，其具體辦法是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文革期間知識份子

受到打壓，企業管理混亂，科技水平十分落後。十年間，國民經濟三起三落。這

樣的經濟增長是靠大量的投入形成的，投入產出比例很不合理。廣大群眾極度貧

困，而根本原因是政府消滅了市場、用行政力量配置資源。

關鍵詞：計劃經濟　三線建設　文化大革命　權力下放　經濟體制改革

改革以前的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由於計劃經濟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1，

實行得並不順利。

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被認是最理想的計劃。但是，頭三年並沒有

計劃。1952年8月提出的〈關於編制五年計劃（1953-1957）的輪廓方針〉和〈五

年計劃的任務〉是「一五」計劃頭三年的依據。這個依據將工農業發展速度安排

過高，基本建設的規模安排過大，建設資金來源不落實，還鬧出了把上一年

度的財政節餘當作當年財政收入的笑話。直到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才通過了〈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此

時，「一五」計劃的時間已經過了兩年半。在執行過程中又出現了幾次失誤，

例如1956年比例失調，1957年進行調整。

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期間出現了大躍進，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

1961年糧食產量比1957年下降了26.4%，餓死了三四千萬人，被迫進行了五年

調整（1961-1965）。

＊	本文是將筆者即將出版的專著《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中的一章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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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沒有具體計劃，只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

（1966-1970）的初步設想〉。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中很多指標是按毛澤

東的主觀意志決定的。例如，計劃鋼產量3,500至4,000萬噸，唯一的根據是

1957年毛在莫斯科講過十五年鋼產量要達到這個數字2。文革十年正是第三

個和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

專門研究「文革經濟」的學者和專論屈指可數，其中，李成瑞的〈十年內亂

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3引用者最多，陳東林的〈研究「文革」時期國民經濟

的幾點思考〉和〈實事求是地評價「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4很有份量。其他

文革經濟的研究成果，分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和通史性著作之中，其

中影響較大的有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5，房維中的〈我們 

所經歷的六個五年計劃〉6，柳隨年、吳敢群主編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

（1949-1983）》7，梁秀峰、李建立的〈新中國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三十年〉8，

馬泉山的《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9，曾壁鈞、林木西主編的《新中國

經濟史（1949-1989）》bk，武力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bl，

陳東林的《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bm。此外，《當代中國》叢書的

相關卷分析了文革時期一些行業、地區的經濟狀況。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

的七十年》、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也

附帶涉及當時的一些經濟情況bn。

學界對文革經濟有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是「瀕臨崩潰」bo，另一種看法

是「沒有停滯，而是在繼續發展」bp；還有一些在這兩種看法之間。文革期

間，筆者是新華社採訪經濟的記者，除了跟蹤採訪宏觀經濟以外，還多次到

工廠跟班勞動，了解工廠裏的真實情況bq。本文除了力求客觀地介紹文革期

間的國民經濟狀況以外，還指出了文革經濟指導思想的特點：突出戰備、忽

視群眾生活；突出精神、忽視物質利益；突出革命、忽視生產；不重視知識

份子和科學技術，同時分析了這種指導思想造成的嚴重後果，以及工農大眾

極度貧困的情況及其制度原因。

一　經濟建設的目標：「備戰，備荒，為人民」

大饑荒後，中國人把肚皮放在第一位。在討論「三五」計劃時陳雲提出：

「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係到五億農民和一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

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為了農業、市場，其他方

面『犧牲』一點，是完全必要的。」當陳雲講到準備採取「傷筋動骨」的辦法改

變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高指標時，周恩來插話說：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

「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br。「三五」計劃原

來的重點是解決吃、穿、用的問題。「用」就是陳雲說的市場問題，即市場供

應緊張、民用商品短缺。根據這個指導思想，1964年4月下旬，國家計劃委

員會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匯報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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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學術論文 毛澤東對這個「初步設想」很不滿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bs：

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

曉得它甚麼時候要打仗。決定戰爭最後勝利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常規武

器。要搞三線工業基地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

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衝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

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

8月7日、20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

發動的侵略戰爭。他說，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

戰，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這次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

線。1965年6月16日，周恩來到杭州和毛澤東一起聽余秋里匯報「三五」計劃

的設想bt。毛說：「必須立足戰爭，從準備打仗出發，把加強國防放在第一

位；加快三線建設，改變工業布局，發展農業，大體解決吃、穿、用，加強

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把屁股坐穩，發揮一二線的生產潛力，有目標有重點

地積極發展新技術。」周把毛的這個意見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ck。三

線不完全是防外敵，也是防內部出修正主義。毛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

該造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好造反。」cl

從1965到1980年，對三線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總計2,052.68億元，佔全

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39.01%。在1966到1970年的「三五」時期，這個比重

為49.43%，幾乎佔了全國總投資的一半cm。

不過，三線建設存在嚴重問題：第一，片面強調戰備要求，建設規模過

大，戰線拉得過長，「邊設計，邊施工，邊投產」，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和不必

要的損失；第二，三線工廠按「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布置，許多工廠建

設在偏僻的山溝和洞穴裏，給交通運輸、配套協作、生產管理造成很大的困

難；第三，由於涉及軍事機密，三線工廠是封閉的，對周邊經濟沒有帶動作

用，還與周邊農村矛盾重重。

三線建設的投資效果是歷史上最低的。以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例，三線

地區「三五」時期為46.7%，比混亂的大躍進時期的62.2%低；「四五」時期為

55.8%，低於大躍進時期，也比其他時期更低cn。1965到1980年國家投資形

成的固定資產，全國為3,409.78億元，三線形成的固定資產為1,145億元co。

這就是說，國家投入佔全國投資總額39.01至49.43%的資金，形成的固定資產

只佔全國的33.6%。

三線工廠集中了大批科技人員。他們生活艱苦，技術專長得不到發揮，

子女的教育問題也無法解決。他們抱怨：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

到了1980、90年代，由於三線工廠在產品結構和市場競爭力方面，都不

能適應新時期的需要，有的被關閉、停產，有的被合併、轉產，有的遷往城

市。在關、停、併、轉、遷的過程中，不僅耗費了大量的資金，職工的利益

也受到損害，留下了無窮的後患。2002年12月，筆者因查閱大饑荒檔案到中

共貴州省委大院，看到數百人衝進省委大院請願，他們是三線工廠的職工，

要求省委解決三線建設遺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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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建設雖然問題很多，但也不能抹殺它的成就。「三五」、「四五」期

間，在西部的荒山野嶺建立了一批新興工業城市，如攀枝花市、六盤水市、

十堰市、金昌市，成了著名的鋼城、煤都、汽車城、鎳都。幾十個古老的縣

鄉城鎮成為現代化的工業科技都市和交通樞紐，如綿陽市、德陽市、都勻

市、凱里市、天水市、寶雞市、漢中市、曲靖市、格爾木市等。三線建設在

中國西部地區建成了一大批工業和交通基礎設施，新增了科技力量，提高了

西部地區的工業水平。從1965年起，相繼建成了一批重要鐵路和公路：川黔、

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等，共新增鐵路8,046公里cp。

「備戰，備荒，為人民」的目標，把「為人民」放在第三位。由於資金大多

用於備戰，「為人民」這個目標沒有落實。用於戰備的資金不僅僅是三線投

資，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設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通過「軍工動

員」的方式，向生產民用產品的工廠下達常規武器和其他軍用品的生產任務。

「軍工動員」是強制性的，是不惜代價、不計成本的。「軍工動員」產品所耗費

的資金是無法統計的，在財政支出中，也不納入「國防費用」這一項。

國防工業建設所需要的資金，靠壓縮居民消費來積累。這可從積累（即非消

費資金）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簡稱積累率）中表現出來。文革的頭三年，

由於社會比較混亂，積累率有所下降。從1970到1976年這七年，除了1976年因

唐山大地震使基建工程受影響以外，其餘年份都在31.4%到34.1%之間。按當

時中國經濟發展水平，31%以上的積累率就過高。不僅積累率過高，而且在基

本建設投資的使用方向上，生產性建設的比例大大高於非生產性建設（住宅、

醫院、學校）。文革十年期間，生產性建設投資佔82.8%。老百姓糧、肉、油、

布的消費提高很少，食用油的消費還有所降低cq。當時，農民一年也吃不上一

兩次肉。雖然國家發了肉票，但很難買到肉。一旦肉店殺豬，人們頭天晚上就

拿着肉票到肉店排長隊。農民破衣爛衫，國家幹部也穿打補丁的衣服。直到

1980年代幾個大化纖廠投產以後，才基本解決了穿衣的問題。從國家統計局

公布的數據來看，文革期間的居民消費水平十分低下，而且增長緩慢（表1）。

表1　文革期間居民年平均消費水平（元／人）

年份
居民消費水平

全國居民 農民 非農業居民
1965 125 100 237
1966 132 106 244
1967 137 111 251
1968 132 106 250
1969 135 108 255
1970 140 114 261
1971 142 116 267
1972 147 116 294
1973 155 123 306
1974 155 123 314
1975 158 124 324
1976 161 125 340
1977 165 124 361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頁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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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為了把更多的資金用於重工業和備戰，政府不得不壓低職工的工資水

平。文革時期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工資水平比文革前的1964、1965年還要低 

（表2）。大躍進時期（「二五」）和文革時期（「三五」、「四五」），職工工資年平

均增長速度不僅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表3）。

表2　全民所有制職工平均工資（元）

年份 各部門平均 工業

1964 661 741

1965 652 729

1966 636 689

1967 630 701

1968 621 689

1969 618 683

1970 609 661

1971 597 635

1972 622 650

1973 614 640

1974 622 648

1975 613 644

1976 605 634

1977 602 632

1978 644 68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459。

說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工資水平比實際情況要高。1975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機製造廠調查，

80%以上的工人是二級工，月薪41.5元。

表3　不同時期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工資年平均增長速度（%）

「一五」
時期

「二五」
時期

1963至
1965年

「三五」
時期

「四五」
時期

「五五」
時期

貨幣工資 7.4 -1.5 3.3 -1.4 0.1 5.5

實際工資 5.4 -5.4 7.2 -1.2 -0.1 2.9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460。

說明：「實際工資」是扣除生活費用價格上漲後的工資。

二　經濟建設的手段：「抓革命，促生產」

毛澤東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多次表示，蘇聯變成修正主義與搞「物質刺激」

有關。高舉「三面紅旗」也好，發動文革也好，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

改造人性，要把中國人改造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新人」。文

革期間，經濟工作中也按這個指導方針辦事。毛主張限制按勞分配，實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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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不大的分配政策，以精神鼓勵為主。「抓革命，促生產」，就是通過革命調

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典型引路」，是共產黨領導全域

的一個重要方法。「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也是通過樹立、宣傳兩個典型

來推動的，這就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1959年9月6日，石油勘探工作者在東北松遼盆地陸相沉積岩中發現工業

性油流。時值國慶十周年，遂將這塊油田命名為「大慶」。1960年2月20日，

中共中央批轉了石油部提交的報告，同意進行大慶石油會戰。這時正是大饑

荒最嚴重的時刻。同年5月，在時任石油工業部正、副部長余秋里、康世恩等

人的領導下，石油工業部集中全國30多個石油廠礦、院校的40,000名職工，

調集70,000多噸器材設備，來到松遼大草原。人們支起帳篷、搭起活動板房

辦公、住宿。沒有起重設備，人拉肩扛加滾槓，把幾萬噸的設備器材從火車

上卸下來，拖到幾公里之外的井場上安裝起來。經歷三年多的艱苦會戰，

1963年底拿下了一個大油田，探明儲量為267,000萬噸，建成了年產原油幾百

萬噸的生產規模和大型煉油廠的第一期工程，三年多累計生產原油1,000多萬

噸。這是三年大饑荒以後石油工人送給中國人的一份厚禮cr。

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的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發出號召：「要

鼓起勁來，所以，要學解放軍、學大慶」，「要學習解放軍、學習石油部大慶

油田的經驗」cs。大慶的主要經驗是甚麼呢？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

況的報告，概括為以下幾條：第一，把毛澤東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大慶

人通過學習毛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靠「兩論起家」；第二，自始至終地 

堅持集中領導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原則，堅持高度革命精神和嚴格科學態 

度相結合的原則，堅持技術革命和勤儉建國的原則；第三，認真學習解放 

軍的政治工作經驗；第四，大搞技術練兵，大搞增產節約，充分發揚政治、

生產技術和經濟民主，領導幹部親臨生產前線，積極培養和大膽提拔年輕 

幹部，等等ct。

1965年1月4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介紹了大慶油田的經驗，向全國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

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的號召。

大慶油田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

也要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種大無畏的精

神，在經濟建設中起了一些鼓勵作用。但這種「革命加拼命」的態度，造成了

許多不應有的傷亡。在成昆鐵路通車的時候，同時建立了一座成昆鐵路烈士

紀念碑，在鐵路上面有227個墳頭，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八師犧牲的烈士。

在全長1,100多公里的鐵路沿線上，這樣的墳頭有一千多處。1968年，一條

4,000多米的隧道塌方，一下子就埋進了半個排的戰士dk。大慶油田的開發是

採用軍事化組織，建立各級指揮部，用行政命令指揮生產。這為「瞎指揮」留

下了空間。瞎指揮，「大會戰」，節日前搞「獻禮」，硬壓不切實際的高指標，

這些非科學、非經濟的做法，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

大慶油田提倡「先生產，後生活」，職工都住在乾打壘的土房子裏，生活十分

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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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發了一個文件，說獎金制度是不符合政治掛帥

精神，認為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不是靠工資、工分以外的物質獎勵，而是靠毛

澤東思想，靠政治掛帥 dl。此後，工廠的獎金改為平均發放的「附加工資」。

工廠裏不斷組織工人批判「獎金掛帥」、「物質刺激」。過份強調精神作用， 

一時鼓動起來的熱情不能持久；長期漠視職工的經濟利益，挫傷了人們的 

積極性。

1972年，筆者在天津進行了勞動生產率調查，發現工人八小時工作一般

只能幹四個小時。調查中，筆者在天津汽油機廠和工人一起上夜班，發現

八十多台設備，白天開動的只有十一到十四台，夜班2點以後開動的只有兩

台。開這兩台機器的一個是班長，另一個是被監督勞動的「歷史反革命」份

子。這個廠老工人說：「現在我廠一年生產汽油機3,500台。要是把大家的勁

鼓起來，工藝設備進行一些改進，不用增加人，一年就可生產20,000台。」不

少企業工人加班不給加班費，有的工廠欠工人五十多個休假日也不能兌現；

相反，工人遲到幾分鐘也要記下來，累計起來扣工資。天津染料化工行業取

消了夜班補助費，工人不願上夜班；化工生產是連續的，夜班開不起來，變

成間歇生產，產品質量因而受到影響dm。1975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機廠金工

車間緊固件工段勞動了一個月，和工人一起三班倒。為了檢測工人的勞動潛

力，就在一台萬能銑牀上加工一個零件（清華畢業的人都會開機牀），且不緊

不慢，工人休息時筆者也休息，一個夜班出的活兒竟超了定額（即每個班的工

作量）的一倍！這樣幹了兩天，一位老工人對筆者說：「楊同志，你是飛鴿

牌，我們是永久牌，你要悠着點！」工人擔心，如果廠裏知道了筆者輕鬆地超

定額一倍，就要提高定額。

至於發展農業的主要途徑是「農業學大寨」。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一個山

村，是一個生產大隊。1963年夏，大寨遭遇大洪水，房屋被沖毀，苦幹了十

幾年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沖垮。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不

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大寨社員搶修梯田，

重建房屋，搶種莊稼，經過幾個月的苦幹，在大災之年獲得了大豐收。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莎蔭、范銀懷寫的通訊〈大

寨之路〉，並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大寨之路〉一文記述

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說：「集體化的優越性，說不完，用不盡。」《人民日

報》社論說：「只要人們有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雄心大志，充分發揚革命精神，

並且把革命幹勁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就一定能夠使大地變樣，使河山易

色，創造出偉大的成績。」dn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人大上，周恩來在〈政

府工作報告〉中說：大寨「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

村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還把大寨的經驗概括為：「政治掛帥、

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 

風格。」do

隨着階級鬥爭的調子提高，大寨從農業生產的典型，演變為抓階級鬥爭

的典型。山西省委說大寨「從來沒有放鬆過對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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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不僅是一次生產革命運動，實際上也是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dp。文

革中對「大寨經驗」又進行了「新的概括」：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

幹社會主義，真想共產主義dq。

為了開展「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不少地方殘酷打擊對運動有不同看

法、持消極態度的人。大寨所在的昔陽縣被批判處理的幹部群眾有1,372人，

全縣每1,000個人中就有6個被批判處理過dr。另一資料顯示，被批判並且被

戴上各種「帽子」的，就有2,000多人；立案處理過的超過3,000人，每70多人

中就有1個ds。虛報學大寨成績的情況更是普遍。在陳永貴治下，從1973到

1977年，昔陽縣虛報糧食產量37,262萬斤，比此期間的實際產量誇大了

24%dt。為保證「大災之年大豐收」，陳審批昔陽縣的氣象報告，有意誇大災

情；少報土地數量，從而擴大單位面積的產量。新華社記者李玉秀懷疑大寨少

報了土地面積，被陳弄到大寨勞改，讓他開山造地，「把多說的地造出來」ek。

1975年1月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經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提

名，陳永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周對陳寄以希望，對陳的工作也說得十

分明確：「你是農民代表」，主要任務是「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el。陳一成為

全國抓農業生產的主要領導人，就大力推行「普及大寨縣」運動。除了有具體

的生產指標以外，主要是推廣大寨的抓階級鬥爭和政治工作經驗。在「普及大

寨縣」運動中，追求「一大二公」，準備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轉

向大隊。8月14日，陳向中央提出，要在全國逐步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

單位。有的地方借「學大寨」的名義，全部收回了社員的自留地，連農民自己

搞的開荒地也一併收回。有的地方乾脆不讓農民搞家庭副業生產，不許農民

養豬、養雞。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農民成年累月地被推向「改天換地」的

苦役之中，開墾荒山，圍湖造田，植被被毀，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

「抓革命，促生產」，除了激發革命熱情、將這種熱情用於生產建設以

外，另一個重要含義就是通過「抓革命」施加政治壓力。在強大政治壓力下，

人們不敢懈怠，生產就「促」上去了。對生產領導部門的務實派來說，「抓革

命，促生產」還有另一種意義：他們在搞生產建設的時候，總是在前面冠「抓

革命」三字——實際上「抓革命」是虛，「抓生產」是實。文革派批評這種做法

是「以生產壓革命」。1967年初，全面奪權開始，大批幹部被打倒，許多幹部

只「抓革命」，不敢「抓生產」，生產一度下降。也有些地方，當權派成立「抓革

命，促生產辦公室」（簡稱「抓辦」）來控制權力，用以對抗文革派。1967年7月

14日，周恩來對解放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說：「抓辦，抓辦，抓辦裏壞得

很。」em就是指後一種情況。

三　國民經濟的增長與波動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文革十年間，全國社會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

6.8%，國民收入年增長率為4.9%en。現將文革期間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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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如下（表4）。李成瑞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文革期間的經濟數據，儘管有若

干估算成份，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覆核算，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eo。

表4　文革期間幾個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長率（%）

年份 社會總產值

其中

國民收入工業總產值 農業總產值

1965 119.0 126.4 108.3 117.0

1966 116.9 120.9 108.6 117.0

1967 90.1 86.2 101.6 92.8

1968 95.3 95.0 97.5 93.5

1969 125.3 134.3 101.1 119.3

1970 124.1 130.7 111.5 123.3

1971 110.4 114.9 103.1 107.0

1972 104.4 106.6 99.8 102.9

1973 103.6 109.5 108.4 108.3

1974 101.9 100.3 104.2 101.1

1975 111.3 115.1 104.6 103.3

1976 101.4 101.3 102.5 97.3

1977 110.3 86.2 101.6 107.8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經濟年鑒（1988）》（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88），	

「國民經濟統計資料和專題分析」，頁Xl-13、Xl-17、Xl-22。

說明：以上一年為100。

數據表明，文革十年國民經濟有所增長，但是與其他時期相比，除了

「二五」時期（大躍進年代）以外，「三五」和「四五」（即文革十年）時期的經濟

增長率是最低的（表5）。這說明，如果沒有文革，按照1963至1965年的趨勢

發展，經濟增長會更快一些。

表5　各個時期的主要經濟指標的年平均增長率（%）

年份／時期
社會
總產值

工業
總產值

農業
總產值

國民
收入

國內生產
總值

「一五」時期 11.3 18.0 4.5 8.9 9.1

「二五」時期 -0.4 3.8 -4.3 -3.1 -2.2

1963至1965年 15.5 17.9 11.1 14.7 14.9

「三五」時期 9.3 11.7 3.9 8.3 6.9

「四五」時期 7.3 9.1 4.0 5.5 5.5

「五五」時期 8.3 9.2 5.1 6.0 6.3

1953至1983年 8.0 10.1 4.0 6.2

1979至1983年 8.2 7.9 7.9 7.1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1988）》，頁X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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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間，國民經濟時起時落，呈波浪狀態。經濟學界稱之為「三起 

三落」：

大饑荒以後的經濟調整，到1965、1966年出現了明顯的效果。1965年 

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增長20.4%，1966年上半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

20.3%，雖然下半年受文革的影響，但1966年全年工業總產值還是比上一年增

長20.9%，社會總產值比上一年增長16.9%。1967、1968年兩年「天下大亂」，

生產秩序被破壞，有些地方停工停產，經濟急劇下降。以社會總產值為例，

1967年比上一年下降了9.9%，1968年又比上一年下降了點4.7%（表4）。

隨着各省革委會的建立和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社會趨於穩

定，1969到1973年經濟發展較快。然而，社會秩序稍一穩定，主政的官員就

企圖搞「躍進」。1970年2月15日至21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這次會

議成了發動經濟躍進的動員會議。會議確定1970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

17%，基建投資比上年增長46%，大中型建設項目1,113個，主要產品產量也

定出了很高的指標。如鋼產量指標增長幅度高達20至27.5%。在中央計劃指

標的鼓勵下，一些地方要求產量「翻番」，或一廠變多廠ep。在重點鋼鐵企業

座談會上，鞍鋼、本鋼、武鋼等鋼鐵企業都提出鋼產量要「翻番」。在電力工

業會議上，提出到1972年實現「老廠一廠變一廠半，新廠快馬加鞭，發電能力

翻一番，縣縣都有電」的口號。1970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30.7%，社會總

產值比上年增長24.1%（表4）。

「小躍進」帶來嚴重後果：在高指標的壓力下，工廠拼設備，採掘業強化開

採；建設規模過大；基礎建設戰線過長；職工人數增長過多。1970到1971年，

原計劃全民所有制單位增加職工306萬人，實際增加了983萬人。新增職工中

有600多萬人是從農村招來的eq。經濟建設中出現了難以承受的「三個突破」：

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這三項都突破了國家能夠承受的限度。 

從1970年下半年開始，就不得不進行調整。但調整力度壓不住擴張的願望，

1971年這三項繼續擴張，1972年速度雖然降下來了，但擴張趨勢未除。1973年

1月的計劃會議上，還把解決「三個突破」當作一個重要問題er。

1974年，工業總產值才增長0.3%，社會總產值也只是增長1.9%。學界一

些人認為，這是「批林批孔」造成的結果。實際上，主要原因與當時解決「三個

突破」問題採取的緊縮措施有關。1974年的經濟指標使人們不滿意，11月 

6日，在長沙聽取李先念匯報國民經濟情況時，毛澤東說：「把國民經濟搞上

去。」es1975年，鄧小平主持整頓，對恢復交通運輸秩序和企業管理秩序當然

起了作用；但是，毛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最高指示，使主持經濟工作的

領導人放鬆了緊縮措施，對提高經濟指標起的作用更大一些。1975年，工業

總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15.1%，社會總產值比上年增長了11.3%。這個較高的

指標是在上一年較低指標上實現的，實際不是很高（表4）。1976年唐山大地

震，以及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幾位領導人逝世，對經濟皆有負面影響，這

一年經濟增長比1974年還要低。至於這一較低增長與「反擊右傾翻案風」有多

大關係，還需要等待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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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四五」計劃執行的結果是，計劃表上的51種主要經濟指標中有25種沒有

完成；計劃力保的30種重工業產品中有18種沒有完成計劃；11種輕工業產品

中有4種沒有完成計劃et。

文革十年，農業平均發展速度為3.9%，糧食生產穩步增長，1976年達到

5,726億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億斤。在人口迅速增長的情況下，人均糧

食產量由1965年的544斤增長到1976年的615斤fk。另一個發人深思的數字

是，1956年全國人均糧食產量為620斤，1976年為615斤，徘徊了二十年才回

到原點（表6）。

表6　按人口平均糧食產量（斤／人）

年份 1956 1960 1962 1965 1967 1968 1969 1970 1972 1975 1976

糧食 620 430 481 544 579 540 530 586 558 621 615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167。

除了上述的三線建設的成就以外，文革期間也建成了一些技術比較先進

的大型企業，如勝利油田、大港油田、攀枝花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

鋁廠、第二汽車製造廠、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等，還建成了長江葛洲壩水利

樞紐工程、南京長江大橋、大慶到秦皇島的輸油管道等一些基礎設施。核工

業、人造衞星、運載火箭等國防科技在這個時期也有較快的發展。在重大項

目的建設方面，集權制國家可以集中各種社會資源，排除各種阻礙，全力以

赴地進行，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集中力量幹大事」。朝鮮這樣的弱小國家，在

外部世界的強烈反對下，也能造原子彈、氫彈就是證明。但是，集權制國家

在「幹大事」的同時，也造成巨大的浪費和無窮的後患。

在文革期間，1958年開始興起的地方「五小」工業（小鋼鐵、小機械、小

化肥、小煤窰、小水泥等）也發展較快。這些地方工業為1980年代鄉鎮工業的

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但經濟效益低，對環境污染嚴重，到新世紀大多被

清理。

四　效益差、管理亂、技術水平低

文革十年各項經濟指標雖然有所增長，但這種增長是靠多投資，多投入能

源、原材料和勞動力而形成的，產生了效益差、管理亂、技術水平低等問題。

首先，經濟效益十分低下。每百元積累基金增加的國民收入，「一五」時期為

32元，三年調整時期（1963-1965）為57元，十年文革時期只有19.6元。如果按

照「一五」時期的水平計算，十年共損失國民收入5,000億元；若按財政收入佔

國民收入的30%計算，共損失財政收入1,500億元fl。1976年全國國營企業虧

損總額達117億元，比1965年增加了兩倍。這一年國家財政收入完成776.6億

元，比上一年減少39億元fm。此外，產品質量差。1971年末到1972年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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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有關部門對8,373種產品檢查，產品合格率平均為45%。同時，工傷事故

大量增加。1971年7月，對十一個部的不完全統計，上半年共發生人身傷亡事

故和設備嚴重損壞事故2,000多起，死亡2,400多人fn。

其次，企業管理混亂。文革中把必要的企業管理當成「修正主義的管、

卡、壓」來批判，一些企業雖然訂了規章制度，但沒有貫徹執行。天津染化四

廠酞青車間工藝規定溫度在攝氏170至175度的範圍內保溫15小時，工人為了

早下班，只保溫14小時，對產品質量影響很大。此外，崗位無定員。天津第

二毛紡廠細紗機過去1人看2台，現在15台機器，每班35人。天津冶金局

中，同樣的3噸電爐，有的用27人，有的用35人；D5G拉絲機有的單位2人

看3台，有的單位1人看5台fo。1971年12月到1972年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

上，周恩來指出，現在企業管理亂得很，需要整頓fp。〈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

紀要〉提出了若干整頓企業管理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大部分沒有落實。

再次，技術水平低。文革期間是對知識份子歧視最嚴重的時期。1971年 

7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制訂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了所謂「兩個估

計」：解放後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

「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後培養的大批學生的世界

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同年8月16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個紅色

大字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由中央發向全國各級黨委。雖然這個文件是

1971年出籠的，但這體現了毛多年來的看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從上到

下，普遍輕視知識份子，進而輕視科學技術。

文革時期，科技人員工資普遍較低。1957年中專畢業生當技術員的在

1972年拿48.5元，1957年進廠的學徒工（小學文化程度或更低）在1972年是四

級工，拿57.6元。許多1958年畢業的大學生，1972年只拿50多元。據筆者調

查，一些工程技術人員說：「當時要是不上大學，參軍或當工人就比現在強多

了，讀書吃虧了！」比工人更加困難的是，很多科技人員是夫妻分居相隔千里

的兩地，這些人沒有家庭生活；每年探親一次，火車費耗盡了一年的積蓄。

天津市技術人員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夫妻分隔兩地的，有的單位百分之三十或

更多一些。

文革前，天津市屬研究所51個，文革中關、停、併、轉，砍了一大批，

1972年只剩下25個，人員也減少過半。此外，大批科技人員不在科技工作崗

位上。據調查，1972年初天津有40%的科研人員當普通勞動力使用。在科技

崗位的人也不能全心從事科研工作。南開大學元素有機研究所除了「拉練」、

勞動，每年只能工作八個月。在這八個月中，每個星期只有四天業務活動時

間。挖地道（備戰）、搬白菜、搞衞生、寫總結，隨便甚麼人，一句話都可以

調走。一機部天津電力傳動研究所的技術人員對筆者說：「我們是廉價勞動

力，哪裏需要人，不管我們業務多忙，誰都可以把我們吆喝去！」

科技人員受到壓制，科技發展當然不會有創新；不重視科技，技術水平

必然落後。1972年，天津市冶金工人37,000多人，其中肩抬、背扛、手工操

作的有15,000多人。天津紡織行業中，使用1930年代機械設備的佔55%，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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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機械行業的設備也大多處於1930、40年代的水平。天津化工行業生產群青顏

料還是用小土窰煉燒，和《天工開物》上所介紹的差不多。天津碱廠是中國化

學家侯德榜在1930年代提出聯合製碱法（又稱侯氏製碱法）的基地，這種先進

的製碱工藝戰後被日本廣泛採用，而天津碱廠1972年還在使用比較落後的蘇

維爾法（Solvay Process）生產fq。

五　工人、農民家徒四壁

1978年，老記者馮森齡fr到1940年代工作過的延安調查，看到昔日的

「革命聖地」滿街都是討飯的人。他們衣衫破爛，蓬頭垢面。馮在延安東關食

堂停留半小時，討飯的就有十七人，都是來自農村。馮又調查到九個縣市，

縣縣都有討飯的fs。延安邊區時期勞動英雄申長林所在生產隊二十八戶人

家，家家都缺糧食，八十多人出去討飯ft。

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延安採訪，親眼看

到社員薛登恩家全部家當不值30元，他們吃的飯像豬食一樣。最早唱《東方

紅》的歌手李有源的兒媳對他們說，在1970年代，生活實在沒法子了，不得不

外出討飯。老鄉的生活水平不如當年李有源唱《東方紅》的時候gk。

1970年代末期，中國的農村一貧如洗。不僅農民家中一無所有，連樹木

都砍光燒盡。1950年代初期，大多數村莊掩映在密密的樹林和竹林之中，其

中很多兩人合抱的參天大樹，但到了1970年代末期，村子裏幾乎看不見樹

木，成了「和尚村」。不僅人窮，生態環境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1978年，全國每個農民從生產隊裏得到年平均收入僅有76元，其中兩億

農民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 

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另有一些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

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1980年，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派出幾位記者

對西北地區的農民收入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是，1979年全年人均收入，最 

高的是山西呂梁地區，為70元；隴東慶陽地區第二，為64.86元；延安地區 

第三，為57.2元；榆林地區第四，為52元；甘肅平涼地區第五，為47.6元；

固原和定西最低，同為36.8元gl。

在城鄉差距中處於優勢地位的工人的生活狀況怎麼樣呢？全民所有制之

下各部門職工的工資，除了1971年對部分人員有所提高以外，再沒有增加。

從1966到1976年，平均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4.9%gm。

1975年，筆者在天津調查時發現，工廠的生產第一線的工人80%以上是

二級工，月薪為41.5元，再沒有其他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

平。職工家裏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手錶、自行車、

縫紉機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夢寐以求的「三大件」。筆者在天津第一

棉紡織廠調查了職工收入情況，從中可見國營大廠職工的收入狀況（表7）。 

天津棉紡一廠在當時是待遇較高的國營大廠，其他不少單位職工的收入比天

津棉紡一廠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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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天津棉紡一廠電動車間在編人員家庭月收入（1975年）

人均收入 人數 佔總人數（%）

10元以下 8 2.32

10-11元 6 1.74

11-12元 7 2.02

13-15元 28 8.11

15-20元 65 18.8

20-25元 231 66.95

總計 345 100

說明：人均收入達25元的只有幾戶。

此外，由於經濟停滯，就業機會少，政府只好強制一千六百多萬城鎮青

年上山下鄉，將城鎮就業矛盾向農村轉移。下鄉知識青年不能維持生活，城

鎮的工人父母不得不給以接濟。

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1985年，上海市區180萬戶。按國家所

公布的標準，有89.98萬戶為困難戶，其中人均住房面積低於4平方米的有

21.6萬戶，住房不方便（大兒大女同室）的有24.3萬戶gn。這是改革以後七八

年的情況，比改革前還是有所改善。

據筆者1972年在天津房管部門調查得知，在天津，祖宗三代人擠在一間

10多平方米房間裏的情況十分普遍。一到晚上，中年夫婦睡在牀上，已經成

年的孫子上了小吊樓，年老的爺爺奶奶和已經成年的孫女兒打地鋪。這種情

況到1980年代中期還沒有大的改變。同年，筆者到天津鋼絲繩廠調查得知，

這個廠六至九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戶，老少三代住一間房的有29戶，

婚後無房的有47戶，無房結婚的有8戶，危房待修的有7戶。這些工人都要上

夜班，白天需要睡覺。但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白天他們是無法睡覺的。

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為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

3平方米。1950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一直住到1980年代。

夏天，在這擁擠、破舊、骯髒的工棚裏，做飯的煤球爐都排在1米寬的公共過

道裏，過道的溫度高達攝氏39度。中年婦女脫光了上身，隨着炒菜的鍋鏟掀

翻，碩大的乳房在晃動。這是筆者和同事杜潤三在天津佟樓附近一片工人住

宅區目睹的情景。

工人的工作環境也很惡劣。1972年9月14日，天津勞動衞生防治院向筆

者提供了他們剛完成的一個調查：

在對天津市981個工廠的37,720人的不完全統計，對四種作業（矽、

鉛、苯、汞）的工人中查出：

鉛吸收  343人

苯中毒  39人

白血球降低  86人

汞中毒和汞吸收 1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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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有的患病在二、三種以上。天津乾電池廠幹汞電池車間的125名

工人幾乎每人汞中毒，一度造成停產。天津紅衞皮鞋廠、十月皮鞋廠苯

中毒十分嚴重。天津化工廠周圍1,500米的範圍內空氣中汞的含量超過國

家標準，電解車間85人中有76人汞吸收，佔總人數的89%。

六　根本問題是經濟體制

毛澤東等老一代領導人一直提倡「為人民服務」，這一代領導人也有卓越

的能力，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也都勤勞節儉，為甚麼搞了幾十年 

中國還這麼窮呢？

這個問題最早的答案是，中國政府領導經濟的權力太集中。毛澤東在

1956年就覺察到了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他在這年春天所作的〈論十大關係〉

報告中說：「把甚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

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甚麼都集中

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go。毛力圖擺脫蘇聯的影

響，探索中國自己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探索之一就是下放權力，調整中央和

地方的關係。在二十世紀末的改革開放以前，有三次比較集中的舉動。

第一次權力下放是1958年。按照「統一計劃，分級管理」的原則，擴大

省、市、自治區的經濟管理權限。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以及「試驗田」性

質的企業以外，其餘企業原則上一律下放給地方管理。6月2日，中共中央作

出〈關於企業、事業單位和技術力量下放的規定〉，中央部門直接管理的1,165家

企業，下放了885個，下放比例為76%，不到半個月時間完成了交接工作gp。

1958年中央下放權力以後，地方政府有權投資建設，一時「五小」工業遍

地開花。這為以後地方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但是，地方政府官員把

高指標當作政績，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因而宏觀經濟失控，國民經濟比例失

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1959年6月，毛澤東說：「現在有些半無政府主

義，『四權』過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應該強調一下統一領

導，中央集權。」gq中央部門開始收回企業。到1960年代初，又回到「一五」

時期領導經濟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狀況。

第二次權力下放是1964年。中央將十九個非工業部門的基本建設投資劃

歸地方安排；「五小」企業的產品基本歸地方分配；適當擴大地方的財力；適

當擴大地方調劑物資的權限等等。和1958年相比，這次的動作比較小，地方

政府還是覺得沒有發展經濟的權力。

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

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中央叫計劃製造工廠，

只管虛，不管實，也管點實，少管一點實gr。根據這個精神，醞釀着下放企

業給地方政府管理。不久，由於文革開始了，因此被擱置起來。1969年，社

會稍見穩定，這個問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同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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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討論了〈中央各部關於企業管理體制下放的初步設想〉，在條塊關係上傾

向「以塊塊為主」，凡是適宜於地方管理的企業，都下放給地方管理，由地方

各級革委會對企業實行一元化領導。1970年計劃會議上批判「條條專政」，「條

條」是指中央各部委，說中央部委管得過多，統得過死。這次會議決定把中央

部門管理的企業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要求各省盡快實現主要產品自給。到

當年9月底，中央工交九個部共有企事業3,082個單位，已下放給地方的有

2,237個，佔總數的73%，其中完全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有1,412個，雙重領導以

地方為主的有814個，雙重領導以中央為主的有11個。經過這次下放，在很

短時間內，就把鞍鋼、大慶油田、長春汽車廠、開灤煤礦、吉林化學工業公

司等2,400多個企業下放給省、市、自治區管理，有的又進一步下放到市、

縣。這是第三次權力下放gs。

像1958年那次下放企業那樣，此時又出現了重複建設、盲目生產、地區

分割的現象。此外，中央下放給地方的大型企業，原來面向全國的產銷關係

被割斷，地方無力解決，經營更加困難。上海以前每年從鞍鋼、武鋼等鋼鐵

企業調入生鐵200萬噸，這些鋼鐵企業下放到地方後，上海就得不到生鐵。有

的已經下放到地方的企業，中央部門還讓它分擔產品計劃指標，但只給任

務，不給材料（材料廠已下放，中央部門無法供給），造成「只轉戶口，不轉糧

食關係」的局面gt。由於問題多多，1970年下放的企業，很多後來又收回中央

管理。

在文革中，下放企業被稱為「經濟體制改革」。當時的「改革」，除了下放

企業以外，1971年開始實行地方包乾：一、基本建設投資大包乾；二、物資

分配大包乾。在國家統一計劃下，實行「地區平衡、差額調撥、品種調劑、保

證上繳」的辦法；三、財政收支大包乾。在國家統一預算下，對地方政府實行

「定收定支、收支包乾、保證上繳、結餘留用」的辦法；四、擴大地方權限，

實行「塊塊為主，條塊結合」的計劃管理體制hk。顯然，文革中稱為「經濟體制

改革」，只是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是行政性分權，對搞活企

業沒有多大作用。

此外，每次下放權力都要出現經濟混亂，為治理混亂中央不得不集中權

力；而每次集中權力地方政府就要叫喊；叫喊聲強烈，又不得不再下放權力。

「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統」，國民經濟總是跳

不出這個循環。

事實證明，「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是存在的，而且相當嚴重，但不是中

國經濟問題的根本所在。那麼，甚麼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呢？這個問題在毛

澤東時代是不可能找到正確答案的。1990年代初期經濟界的共識是：根本的

問題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們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這裏所說

的「主觀判斷」就是人們制訂的計劃，「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就是市場規律。

毛澤東等一代人從馬克思、列寧那裏把改造社會和管理經濟的理論接受

過來：國家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被消除，社會生產的無

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毛要求下放企業時還強調中央

是「計劃製造工廠」，地方政府和企業要執行這個「工廠」製造的計劃。毛的分

c156-201606022.indd   57 16年8月4日   上午10:22



58	 學術論文 權是行政性分權，即管理企業的權力只是由一級政府下放到另一級政府，企

業生產甚麼，生產多少，用甚麼方式生產，還得聽命於政府的安排。

文革中，毛澤東一再批評商品經濟，主張按價值規律辦事的孫冶方也被

打成「修正主義份子」被投入監獄。沒有市場競爭，價值規律不起作用，一切

聽命於各級行政官員的指令。價格是市場經濟的靈魂。西方經濟學有一句 

名言：要摧毀一個國家的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是麻痹這個國家的價格機制。

文革期間，由於過度的行政控制，價格機制被完全麻痹。1966至1976年間，

中國零售物價指數不僅沒有上漲，還下降了兩個百分點（表8）。這是用行政手

段凍結物價的結果，它對工資一直很低的職工來說當然是必要的，但對整個

社會的經濟活力有很大的殺傷力。

表8　文革期間全國零售物價總指數

年份 1965 1966 1967 1968 1970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物價指數 134.6 134.2 133.2 133.3 131.5 130.2 131.0 131.7 131.9 132.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425。

說明：以1950年為100。

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隨着國際關係的改善，在毛澤東、周恩來生命

的最後幾年裏進行了大規模技術引進。1972至1977年，中國先後從日本、聯

邦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廠商，簽訂了250多項新技

術和成套設備的引進合同，成交額達396億美元hl。此外，還引進了13套大

型化肥成套設備、43套綜合採煤機組、3座大型電站設備、一米七軋機整套生

產設備、3套大型石油化工設備和4套大型化纖設備等hm。

文革中，不斷批判「洋奴哲學」、「崇洋媚外」，人們「談洋色變」。中國彩

色顯像管生產線考察團到美國康寧公司訪問，這家公司送給考察團一個工藝

蝸牛作為禮品。1974年2月10日，江青在四機部（後來的電子工業部）說：美

國人這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這件事被稱為「蝸牛事件」hn，

使得引進彩管生產線推遲了幾年。

「談洋色變」的心理直到改革之初還沒有消除。在1980年代初，正是這些

引進項目落實的時候，一些單位把對外經貿談判當作「一場特殊的國際階級鬥

爭」，在談判桌上設「前線政委」。一些引進國外技術的工廠，把來廠履行合同

的外國專家當成「外國資本家的代理人」。職工不敢單獨接近這些外國專家，

怕被人說成「裏通外國」。所以，這些單位和外國專家的關係十分緊張，常常

影響工程進展ho。

197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只有134.4億美元（其中出口68.6億美元，

進口65.8億美元）hp，不到世界貿易總額的7‰。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 

進出口貿易總額竟佔比如此之小，可見當時中國對外經貿往來的水平何等 

低下。

毛澤東、周恩來批准的這些成套設備的引進，使十分匱乏的國民經濟如飲

甘泉。但是，這只是設備引進，不僅排斥先進的管理制度和企業經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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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排斥國際經濟的遊戲規則。文革中的技術引進和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不

可同日而語。

文革結束了，留下的不僅是極端貧困，而且留下了造成極端貧困的體制：

排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為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留下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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